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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五卷，總第五十六期，2002 No．2，409－440

弗朗哥·諾戈拉1964年為
葡萄牙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
所作的無果而終的努力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

葡萄牙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Franco Noguei ra）1 964年一月至二月

建議進行的建立葡萄牙與中國大陸外交關係的行動，使葡萄牙政權分裂成

對立的兩個陣營。跟以往一樣，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拒絕了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提議，而澳門葡萄牙政府、葡萄牙海外駐軍司令部及

海外部和外交部都傾向於承認北京政權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薩拉查的拒

絕基於純粹意識形態的原則，即基於其對共產主義的根深蒂固的厭惡

（Fernandes，1 999，p．990）。對葡萄牙的其他政權機構而言，與北京建交是

順利管治澳門、有效減少澳門支持毛澤東政權的傑出華人在澳葡政府中的

權力和影響並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貿易、經濟、金融和結社領域

對澳門的實際控制和影響的不可或缺的條件（Fernandes，1 999，p．991－993）。

諾戈拉試圖說服薩拉查放棄不妥協立場，為此展開了一場旨在說服政

府首腦承認毛澤東政權的秘密行動。然而該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其主

要原因有兩個。首要原因是薩拉查的獨斷；其次是薩拉查專制政權的性質

使 然 。

＊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對政治領導人的個人特點或特質在對外政策領域的影響所作的一些研

究，都強調了嚴厲和堅定的思想對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重要性。為了

獨斷專行，獨裁領導人一般都遵循傳統和現行的準則和原則。因此，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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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袖“越是獨斷專行”，“其政府就越難以改變其對既定政策的立場”

（Hermann，1 976，p．66）。如果我們考慮到“朋友的意識形態條件的選

擇及對手的確定”，那麼這種思想就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Smi th，1 989，

p．195）。

該變數因葡國體制的性質而得到了特別的強化。薩拉查政體的一個基

本特點是“權力的逐步集中和事實上的無限制”（Cruz，1988，p．255）。這種

情況的演變得以將薩拉查主義變成“一種獨裁”（同上引述）。

葡國政體的這兩個特點使得諾戈拉的努力僅僅局限於政權內部的秘密

行動，局限於外國外交使團在葡國政府的活動以及當時的外國和葡國報刊

對此事所作的報道。

我們希望通過本文對與弗朗哥·諾戈拉的努力相關的利益、薩拉查立

場的演變、北京政權對澳門現狀的再確認及這種努力從中方利益角度來看

所具有的政治可行性作一個粗淺的分析。結尾部份是我們的結論。

與弗朗哥·諾戈拉的努力相關的利益

弗朗哥·諾戈拉承認中國大陸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利益源自不同的

因素，有個人的，也有高層政治的。弗朗哥·諾戈拉擁有東方的廣泛經

歷。他於1 946年2月1 5日至1 949年9月1 4期間擔任“駐日聯軍高級司令部葡

國政府代表”（外交部，1 964a，p．23）。東方使之心醉神迷，以至於他呈交給

外交部的1 4份報告中有8份涉及東方，佔總數的57％。

國際體系中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政局演變及其對葡國立場的影響，對

弗朗哥·諾戈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他向外交部1 952年的一次內部

競選就此題目提交了一份簡明的專著。在這份專著中他分析了1 945年後

“東方世界的覺醒”以及可能影響本地區政治的重大問題。他還在這方面對

那些可能影響地區大強國（中國、日本和印度）和小強國（印度尼西亞、緬

甸、泰國、菲律賓、印度支那、馬來西亞和韓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因素及俄

國和美國在本地區施加的外部影響作了界定，此外他還對該地區未來政治

舞台的演變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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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導思想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已經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太平

洋，而且東西方間的政治和文明衝擊勢在必行，因為“東方的覺醒逐步改變

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平衡”（1952，p．108）。談到中國大陸，弗朗哥·諾戈拉

用贊揚的口吻辯解道：“毛澤東試圖跟上西方的進步以使中國重新走向成為

東方第一強國的道路。北京曾經是一個文化和文明的舞台，曾經是衰敗但

保留了最強大東西的世界中心。古老的城市重新成為首都：這種事實本身

就是追求的一種象徵，是確認對中國的最本質最具活力事物的追求”（出處

同上p．32）。該著述曾以“為東方而奮鬥”為書名出版，共出了兩版。1

從另一方面來看，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成了婚，其妻子是“蹲

了幾年監獄的”一名中國反共外交官的女兒（Antunes，1996，p．175）。這種背

景無疑影響了弗朗哥·諾戈拉後來在中國大陸問題上的行為，如果我們考

慮到弗朗哥·諾戈拉與Vera Wang1947年的婚事“被許多人視作為對權力

的挑戰，這在當時是地道的不軌行為，並可能使弗朗哥·諾戈拉在外交生

涯中受到孤立”（Neves，1999，p．201）。

就這樣，在就任葡萄牙外交部長短短五個月後的1 961 年1 0月，弗朗

哥·諾戈拉 2就指示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unato de Almeida）“對

1 948年至1 958年有關中國的卷宗作細緻的查找”。儘管作了大量的查找，

但沒有找到“部長先生需要的那種類型的任何指示”。3

1 ．第一版由海外調查委員會於1 957年出版，第二版由A t i c a 於1 962年出版。

2．1 961 年4月莫尼斯（Botel ho Moni z）將軍策劃了一場失敗的政變，政變導致外交部改組，

1 961 年5月4日弗朗哥 諾戈拉就任外交部長一職。

3．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阿梅達（Fort unato de Almeida）1 961 年1 0月1 0日致外交部長

弗朗哥 ·諾戈拉的批示”，PEA M．263，AHDMNE ，里斯本。

果阿的陷落為弗朗哥·諾戈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使之得以再次

就葡國對中國大陸和澳門的態度發表看法。在1 962年1 月1 3日提交給薩拉

查的那份冗長的政治報告中，葡國外交部長主張對葡國的對外政策和殖民

地政策進行重新引導，以紓緩葡萄牙在國際上的孤立。實際上，這份文件

承認反殖民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而不是軍事上打垮政府，而且認為

“葡萄牙不”擁有“獨立推行其政策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為了

避免政體的崩潰，就要保持解決葡屬殖民地問題的政治談判途徑，放棄“單

一的作法，為每一個海外領地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案”。因此，他辯解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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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具有相同的政治價值，認為可以用“主要立場和非主要

立場”加以區別。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佛得角屬於第一種類型，而其他的殖

民地則納入“非主要立場”類別。

至於澳門，他建議與北京舉行談判，讓中國同意與葡萄牙建立外交關

係，以便將“澳門變成一個自由港，一個地位有待確定的共管地，或在保持

與葡萄牙象徵性關係的情況下移交主權”（Fernandes，2001，p．101－103）。然而

薩拉查拒絕了這份文件。政府首腦1 962年2月20日接見弗朗哥·諾戈拉時

表示：“毫無疑問我們面臨轉折，但我還是原來的想法”（Nogue i ra，1 987，

p．24）。

儘管在遭到政府首腦的拒絕，弗朗哥·諾戈拉的行事方針還是試圖安

撫葡萄牙名義管治下小飛地的北京政府的利益。如，葡國外交部長就曾向

1 962年至1 966年任澳門總督的羅必信建議在澳門的管理上給予“活躍的華

人力量”“一個突出的地位”，但遭到後者的反對（Lopes dos Santos，1 994，

p．363）。另一方面，弗朗哥·諾戈拉支持澳葡政府逐漸接近北京並逐步斷

絕與台北關係的政策，其結果是於1 963年9月1 8日禁止了反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敵對活動（Fernandes，2000b，pp．197及642－643）。弗朗哥·諾戈拉

對其指導方針作了解釋：

“我們瞭解到試圖利用澳門省進行不符合當地法律也不符合

我們需要保持、正在保持並希望保持的與中國大陸的友好睦鄰

關係的活動”。 4

根據該指導方針，葡萄牙外交部長對澳葡政府鎮壓搗毀台灣政府設在

澳門針對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的諜報、反諜報和秘密活動網絡表示贊同。

這種指導方針顯然得到與中國大陸站在一邊的澳門傑出華人的贊同，此

外他還對設在澳門的中國“高級專員公署”和“影子政府”（南光貿易公司）

表示同意 。

4．“弗朗哥·諾戈拉聲明”，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5053期（1 963年1 0月1 日），第8頁。

5．同上。

通過這種單邊行動，弗朗哥·諾戈拉還試圖表明薩拉查政府對蔣介石

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及聯合國其他專門機構內支持亞非集團提出的有關葡

屬殖民地的提案的不滿和報復。尤其針對的是安理會成員台灣投票支持

1 963年7月31 日譴責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的決議案5 ，以及1 963年7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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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灣在表決亞非集團提出的決議案時投棄權票，而該決議案導致葡萄牙

被逐出教科文組織的公開教育大會。6

增加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具有某種前景。這種思路被里斯本的貿易報披

露了出來。這份報紙在一篇冗長的社論中辯解說，要達到的目的應該是如

下：葡萄牙傳統商品（軟木、樹脂、葡萄酒、藥物、沙丁魚罐頭等）和製成

品（冶金產品和電器等）的貿易，以及澳門的政治貿易結合點功能，在雙邊

層面上“里斯本扮演東方產品在歐洲集散中心的角色”。7

弗朗哥·諾戈拉身邊最親近的合作者普遍相信，承認北京可能是葡萄

牙政府的“政治現實主義”的一份明證。由於葡萄牙在澳門實施的管治在很

深程度受制於北京政府的政治、經濟、金融、貿易和結社利益（Fer nandes，

2000a，pp．56－57），這樣，沒有甚麼能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切合該飛地

的具體現實。

這種潛在的新指導方針另一方面旨在保障澳門的安全並滿足這塊飛地

的 葡 萄 牙 政 府 和 葡 萄 牙 駐 軍 司 令 部 自 1 9 4 9 年 以 來 反 覆 提 出 的 要 求

（Fernandes，2000b，pp．191及206）。

儘管弗朗哥·諾戈拉以各種方式和藉口表明了所有這些因素，但在葡

萄牙外交圈內還是有不同的聲音。譬如，在毛澤東1 949年奪取政權之前任

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後任葡萄牙駐海牙大使的豐塞卡（J．B．Fer reira da

Fonseca）在1 964年1 月29日寄給弗朗哥·諾戈拉的冗長的公文中稱：“至於

澳門，不相信承認共產黨中國就會給澳門帶來最大的保障以面對任何入

侵。中國將在她願意的時候奪取澳門，無論是否承認她”。他還寫道，如果

“承認……與英國同時進行，那麼可以理解成葡萄牙願意通過承認來表明她

不敵視毛澤東，但一切都將和原來一樣，不會有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具連

續性的解決方案”。8

6．“在日內瓦的公開教育大會上，儘管通過了將葡萄牙排除在會議之外的非洲國家動議，但葡

萄牙代表團並沒有放棄工作”，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4965期（1 96 3年7月5日），第

1－5頁。

7．“市場更新”，里斯本貿易報，第1 1 1 年度，第33641 期（1 964年2月1 1 日），第1 頁。

8．外交部，“葡萄牙駐海牙大使豐塞卡（J．B．Fer r ei r a da Fonseca）1 964年1 月27日致外交部

長弗朗哥 ·諾戈拉的公文”，封面標題為“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 葡萄牙承認共產黨中

國，1 964／65年”，第2卷，PEA M．263，AHDMNE，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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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弗朗哥·諾戈拉清楚瞭解薩拉查政治和歷史上在中國大陸問題上的不

妥協態度，因此當他訪問馬德里時採取了散佈流言的作法。葡萄牙外交首

腦試圖通過這樣的秘密活動營造出有利於其利用國際和葡萄牙報刊達到目

的的內部政治時機。為了保障得到薩拉查的支持，他還任用了加爾定，這

是一名實施敏感政治行動的政府秘密特務。最後，為了就近控制事態發展

及避免泄露情報和疏失，葡萄牙外交部長不僅籌劃而且還對葡萄牙駐外外

交官封鎖消息，使他們祇能靠自己的想像和創造力行事。

當政府內部的不同派別就承認及與中國大陸建交問題展開辯論時，弗

朗哥·諾戈拉在國際傳媒上就提及的葡萄牙新指導方針散佈了流言。1 964

年1 月1 3日至23日訪問馬德里時，葡萄牙外交首腦給紐約時報記者霍夫曼

（Paul Hofmann）“留下了一句關於承認人民中國的潛在意圖的秘密但用於發

表的話”（1987，p ．88）。

弗朗哥·諾戈拉披露的內容發表在1 964年1 月1 7日的紐約時報上。根

據霍夫曼的說法，葡萄牙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當然這裡指的是弗朗

哥·諾戈拉，向他表示里斯本當時正在考慮與北京建交，而且對此表示

相當的樂觀。關於北京與葡語非洲解放運動之間的關係，弗朗哥·諾戈

拉並不看重中國大陸向以羅伯特為首的安哥拉全國解放陣線提供的援

助，9 而且並不擔憂中國總理周恩來對非洲大陸訪問。 10

9．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與羅伯特利用肯尼亞獨立慶典的機會於1 963年

1 2月1 2日在內羅畢舉行了一次會晤。在會晤中，著名的中國領導人承諾在政治和軍事上

向安哥拉全國解放陣線提供幫助（Fernandes，2000b，p．202）。

1 0．中國總理周恩來1 963年1 2月1 2日至1 964年2月4日訪問非洲 諸國，這是中國對非洲的 首次

大型政治訪問活動，通過是次訪問加強了向葡語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提供政治、外交、道

義和軍事技術方面的援助（Hutchinson，1 975，pp．61-71；及Fernandes，2001，pp．75-77）。

為了突出里斯本與北京之間的良好諒解氣氛，弗朗哥·諾戈拉透露

說，北京政府曾經要求派一名葡萄牙記者到中國，而葡萄牙政府則可能批

准此事。在被反覆問及其主動行動會對葡國與台灣的關係產生甚麼影響

時，弗朗哥·諾戈拉回答說，承認中國大陸並不一定要斷絕與中華民國的

關係。為此他引用了塞內加爾的例子，塞內加爾在承認北京政府的同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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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與台北的關係。1 1 儘管突尼斯承認了毛澤東的政府，但仍在表面上保

持與台灣的關係（Hutchison，1 975，p．1 49）。這種回答的主要目的是紓緩政

府內部認同蔣介石反共立場的右翼可能產生的敵意反應。

內塞西達宮通過駐紐約法國報刊記者埃德加·思諾（Edgar Snow），一

名非常接近北京政府領導層的美國記者，向周恩來詢問里斯本和北京建立

外交關係的時機。中國政府首腦機敏地回答說，北京有意與“所有的西方國

家”建立外交關係（Noguei ra，1 984，p．552）。與此同時，親中國大陸政府的

澳門傑出華人中的一名著名領袖，推測其人是何賢，前往北京探聽葡萄牙

承認毛澤東政府的可能性，他一回到澳門，就知會澳門總督羅必信，稱“中

方樂意接待葡萄牙政府的使者以探討和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出處同上）。

為了說服薩拉查批准其行動，弗朗哥·諾戈拉任用了政府的“秘密特

務”加爾定（Antunes，1996，p．175）。加爾定之所以被任用是因為他在完成國

家機構無法實施或體制上不具備條件的敏感使命方面具備經驗（出處同上，

p．1 74）。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是薩拉查信任的人，屬於葡萄牙極右翼。

這樣，加爾定2月5日抵達里斯本後就會見了弗朗哥·諾戈拉。弗朗

哥·諾戈拉在會見中向其解釋了其行動的目標。就此，加爾定寫道：

“……他告訴我說，是試圖與人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事。

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使命非常敏感，不能失敗，而且把全部

押在這上面了。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有保留，但還是同意了，

而且還批准了對我的任命［……］。弗朗哥·諾戈拉對我解釋說，

這種接近應該是地道純粹的，一旦啟動就要有最終結果，即建

立非官方關係並在短期內過渡到外交關係。人民中國可能對此

有政治意願，因為它意味著一個像葡萄牙這樣的傳統上反共的

大西洋聯盟成員國擺脫了美國的控制。法國承認了人民中國

（法國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受到猛烈的批評，祇有德國

和葡萄牙持贊同的立場），這意味著北京獲得了矚目的勝利，

而我們則可以從中獲取補償。然而需要抓緊行動，不要落在其

他西方國家的後面，它們亦會走同樣的道路。結論是：行動一

旦開始就不可逆轉，必須有把握地認真進行”（J a r d i m，1976，

pp．63－64）。

1 1 . Paul Hofmann，“Lisbon Is Reported to Cons ider T ies Wit h Chinese Reds”，New York Times（1964

年1 月1 7日），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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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政治外交行動非常重要，弗朗哥·諾戈拉的秘密努力極其秘密，

沒有以任何方式與葡萄牙駐外使節協調。相反，對他們封鎖了有關此次努

力的信息。這使得一些使節認定他們對此次努力並不知情，或在某種程度

上求助於自己的想像和創造力以便能夠應對外國同行提出的問題。

如，當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 ）被其巴西同行馬加良

斯（Francisco de Borges Magalhã es）問及葡萄牙承認北京政府一事時，葡萄

牙領事 “向他 說了實 話：無 論是官 方的還 是私下 的，我 對此事 都一無 所

知”。1 2 而 葡 萄 牙 常 駐 紐 約 聯 合 國 使 團 代 理 代 表 巴 特 利 西 奧 （ A nt ó nio

Patrí cio）則不得不運用些許創造力，以便能夠回答其他國家的同行就此事提

出的問題。巴特利西奧稱，當提及此事時，他力圖“沿用，尤其當涉及美國

人時，以下應對方法：儘管對我們近期要承認中國大陸的傳言沒有任何肯

定的說法，我認為，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也沒有任何理由值得我們大驚

失措，因為我們也是一個亞洲國家，而該大陸的所有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

已經承 認了北 京政府 ，我 們目前 是惟一 與該國 接壤 但尚未 與之建 交的 國

家。非洲是這種傾向，而歐洲現在也在走相同的道路，因此，考慮到我們

的國家利益，我們肯定不能是最後一個與北京建交的國家”。13 而葡萄 牙

駐北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團長庫尼亞（Vasco Pereira da Cunha）大使也祇是

通過國際傳媒才得以瞭解此事。為了準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的各種會晤

和會議 ，他要 求“在 可能 的情況 下瞭解 我們在 承認 北京政 府一事 上的 立

場”。14 沒有向葡萄牙駐外使節透露信息，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夠就近掌握事

態，避免“泄露消息”，當然，外交部長及其辦公室特意披露的消息除外。

促使薩拉查最初表示同意的一些因素

1 2．外交部，“自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 ）處收到的1 964年1 月27日致外交

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 74／64號公文，第2頁”，PEAM ．263，AHDMNE，里斯本 。

1 3．外交部，“自葡萄牙常駐紐約聯合國使團代理代表巴特利西奧（Antó nio Pat í r cio）處收到的

1 964年1 月24日致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 －A號航空郵件，第1 頁”，PEAM ．263，

AHDMNE，里斯本 。

1 4．外交部，“葡萄牙駐北大西洋理事會代表團團長庫尼亞（ Vasco Pereira Cunha）大使1 964年

1 月29日發給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的第1 6號電報”，PEAM ．263，AHDMNE，里斯本。

是甚麼原因促使薩拉查最初在“有保留的”的情況下對弗朗哥·諾戈拉

的行動表示同意呢？政府首腦起初傾向於弗朗哥·諾戈拉的主動行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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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大陸顯示出了試圖接近里斯本的強烈的政治跡象。這樣，北京

1 949年以來在澳門、香港和台灣問題上出於生存和鞏固政權的實用主義考

慮而犧牲了其反帝反殖的意識形態原則，此外，六十年代初，毛澤東試圖

獲得薩拉查的支持以組織一個希望確立其國家獨立或自治與美國的霸權企

圖抗衡的中小西方強國陣線。為了粉碎華盛頓施加的封鎖，毛澤東政府為

國際體系設計了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主要目的是抗衡美國的霸權主

義。“第一中間地帶”顯然是由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

“第二中間地帶”包括那些企望確立其面對美國的獨立和自治的西方中

小強國。這種劃分的理論思想明確地反映在1 963年1 月21 日的人民日報社

論中（Yahuda，1983，pp．34－35）。

該理論與一些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非常不滿的西方政治領導人對華

盛頓懷有的巨大敵意吻合。譬如法國總統戴高樂對“雅爾塔綜合體”不滿，

他致力於與其他挑戰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袖和霸權地位的強國建立關係

（Hinton，1970，p．124）。

而薩拉查政府當時因為缺少美國對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支持而受到極大

的削弱。根據政府主要領導人的看法，在果阿危機時 15 ，美國沒有支持也

沒有在政治上聲援葡萄牙，美國在1 963年7月31 日譴責葡萄牙在非洲殖民

政策的聯合國安理會第S／5380號決議的投票中投了棄權票，16 而且對葡萄

牙的“海外問題”的解決採取了中間政策（Amaral，1994，pp．57－58）。

1 5．薩拉查及其死心塌地的擁護者在1 962年1 月3－4日全國議會上就“印度入侵佔領果阿”發表

的講話，這些講話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反美態度。參閱議會日報，1 962年1 月4－5日第9

及第 1 0期。

1 6．“聯合國仍然缺乏理智、公正和公義：安理會通過了經委內瑞拉修改的亞非國家提案，法

國 、英國和美國投了棄權票”，消息日報，第99年度，第34992期（1 963年8月1 日），第

1－2頁。

1 7．外交部，“中國總理周恩來1 963年8月2日致部長會議主席安東尼奧·薩拉查的正式照

會”，封面標題為“與人民中國的政治關係，1 964年”。PEA－Conf i denciais M ．20，AHDMNE，

里斯本。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薩拉查政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1 949年1 0月

然而，中國推動“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的企圖，在美、蘇、英1 963年8

月5日正式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前一天獲得了新的動力。為了削弱新的國

際體系，周恩來總理於1 963年8月2日就該問題向部長會議主席安東尼奧·

薩拉查發了一份正式照會。 17 中國總理建議召開一次政府首腦國際會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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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三方協議。由於中國大陸尚未擁有核武器，因此試圖利用政府首腦國

際會議以削弱反核擴散國際體系，並進而能夠加速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儘

管薩拉查選擇了不答覆周恩來，但這份信件可能促使他初步批准了弗朗

哥·諾戈拉實施其規劃的行動，儘管“有保留”。政府首腦於1 963年8月1 0

日將周恩來的照會轉給了弗朗哥·諾戈拉。

1 日成立以來從來不承認也沒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正式外交關係。另一方面，這是中

國高層領導人第一次試圖與薩拉查直接接觸。在此之前，周恩來僅向葡萄牙駐中國公使發

了兩份外交照會。1 947年 2月1 日的第一份照會告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一份決

議，宣告廢除國民黨政府與外國列強簽訂的所有條約和協議（Fernandes，2000b，p．45）。第

二份照會告知毛澤東於1 949年1 0月1 日在天安門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稱中國新

政府準備與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Fernandes，2000b，pp．71及54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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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薩拉查批准弗朗哥·諾戈拉行動的第二個原因似乎是1 964年1 月份

的第一個星期提出的就葡語非洲問題在北京和里斯本之間簽署一份策略協

議的建議。根據何賢的建議，他是親中國大陸的澳門傑出華人的領袖、飛

地的立法會成員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特邀委員”，“葡萄牙從非洲

撤退但繼續留在非洲……在共產黨中國的幫助下”（Lopes dos Santos，1 994，

p．359）。如果何賢的建議付諸實施，那麼，葡語非洲獨立運動外部援助的

主要來源之一可能就會落空甚至消失殆盡，並可能有助於紓緩亞非集團對

葡萄牙施加的壓力。換言之，薩拉查政府將欣慰地在低強度層面減少葡屬

非洲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活動。考慮到解放運動佔據的土地仍然相當有限以

及其生存主要依賴從外部獲取的援助，這項建議可能會導致葡語國家獨立

運動遭受重大的政治挫折，另一方面，對葡語非洲的 潛在諒解，可能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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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亞非集團對薩拉查政府施加的政治外交壓力。18 北京可能利用其在該集

團內的威望以紓緩其針對薩拉查政府及其殖民政策的敵對立場。19

這兩種情況都會對薩拉查政府產生正面的影響。首先，可能有助於紓

緩葡萄牙在政治外交領域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國際孤立狀態。20 其次，使薩

拉查得以處理如加爾萬（Henr ique Galvã o）和德爾加多（Humberto Delgado）

等人這樣的問題，這兩人使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

再者，薩拉查仍然對印度入侵果阿深感痛心。他知道中國在邊境衝突

中打了勝戰，是自願在1 959年和1 962年將其軍隊撤出了印度領土（Whit ing，

1975，pp．1 及 10－12；Roy，1998，p．25），里斯本因此認為與戰勝其敵人的人

結盟是上策，目的是偶爾進行明確或隱蔽的合作以削弱新德里政府。

外國駐里斯本外交使團的反應

紐約報紙發表的消息傳遍了整個世界。通訊社和國際傳媒對此作了大

量的報道。 如，美國 的全國廣 播公司廣 播網於 1 9 6 4年 1 月 24日稱，墨 西

哥、比利時和葡萄牙將跟隨法國承認北京政府。21

一些歐洲領導人的反應亦對弗朗哥·諾戈拉策劃的行動有利。比利時

外交部長斯帕克（Paul－Henri Spaak）22 在接受該國國家電台採訪時認為，葡

萄牙承認北京甚至可以用里斯本因“澳門原因”而對中國大陸擁有的“特殊

利益來解釋”。23

1 8．1 963年非洲統一組織高峰會議後，一些保守的非洲國家政府斷絕了與葡萄牙的外交和貿

易關係，如埃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喀邁隆、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突尼斯、科

納科里幾內亞、塞內加爾等國。

1 9．有關葡萄牙因其殖民政策而在國際上日益孤立的情況請參閱 Pi nto 的著述，1 999年，

第52－58頁，及 Lé onard 的著述，1 999年，第4446頁。

20．1 961 年安哥拉發生武裝鬥爭後，薩拉查政府的殖民政策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都備受譴責。

譬如，一些政府開始減少與里斯本的外交關係，一些政府甚至召回了駐里斯本外交使節，

或將大使或公使召到首都磋商，這兩種方式都是為了表達他們不贊同葡萄牙政府的行為。

21 ．外交部，“葡萄牙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羅查（Meneses Rosa）公使1 964年1 月24日致外交部長

弗朗哥·諾戈拉的第31 號電報”，PEAM．263，AHDMNE，里斯本。

22．斯帕克（Paul－Henri Spaak）1 947年3月20日至1 949年8月1 1 日期間任比利時總理兼外交部

長，1 957年至1 961 年間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六十年代任比利時外交部長。

23．外交部，“葡萄牙駐布魯塞爾大使雷唐（Eduardo Borges Vieira Leitã o） 1 964年1月27日致外

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第1 2號電報”，PEAM．263，AHDMN E，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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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媒對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一事作了大量的報道，這使一些

駐里斯本的外交使團對葡萄牙政府作出了反應。中華民國駐里斯本大使王

華正（譯音）24 1 964年1月20日要求正式會見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José Luís

Archer ）商討此事。台灣使節力圖瞭解紐約時報報道的有關葡萄牙承認北京

政府的消息的真實性。阿爾切則努力“給他留下他正在研究此事的盡可能肯

定的印象”。25

與此同時，為了給弗朗哥·諾戈拉行動的政治熱情潑冷水並勸說葡萄牙

媒體支持蔣介石政府，台灣政府新聞辦公室於1 964年1 月23日在台灣出版

了一份非常有利於國民黨政府的47頁葡文宣傳材料，並在里斯本散發。 26

這份題為“今日自由中國”的小冊子由消息日報的國外部主任國際評論員卡

布拉爾（Morais Cabral）撰寫，而且，為了抬高台灣政府，這份宣傳材料還

記述了與台灣外交部長沈昌煥的會晤。這位著名的政治家“以敬佩的口氣提

到薩拉查，強調了他多年來領導葡萄牙政府”（Cabral ，1964？，p．40）。

返回里斯本的當天，即1 964年1 月24日，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應

美國駐里斯本大使安德森海軍上將（George W．Anderson）的要求會見了

他。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以及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是會見中

討論的話題。美國大使告訴葡萄牙外交部長，說美國政府支持聯合國秘

書長吳丹有關非洲自決問題的立場。同時他呼籲葡萄牙政府以相同的方

式行事以削弱非洲在葡屬殖民地和南部非洲問題上形成的團結。美國大

使認為，葡萄牙可以發表一份總體聲明，表明她支持自決。美國政府亦

準備發表一份公開聲明支持葡萄牙對此事的立場，並公開表明反對對葡

屬非洲殖民地發動任何進攻。為了說服葡萄牙政府作出讓步，美國大使

告訴弗朗哥·諾戈拉，如果葡屬殖民地的前途仍然懸而未決，外國對葡

萄牙的投資將會減少。

24．這是駐葡國外交使團中資歷最長的使團團長 。他自1 947年8月30日就派駐葡國 。此外，他

還是通過換文於1 947年4月1 日在中國外交部簽署的關於治外法權和相關事務的中葡條約

的中方談判代表之一。葡萄牙政府始終沒有改變這位外交官的“特命全權公使”的地位，

甚至在維也納外交公約1 964年4月24日多邊簽署及1 968年1 0月1 1 日在葡萄牙生效後都是

如此（外交部，1 973年，第1頁）。

25．外交部，“外交部秘書長阿切爾（José Luís A rcher）與中國駐里斯本公使王華正1 964年1 月

20日的談話記錄”，P EA M．263，AHDMNE，里斯本。

26．“卡布拉爾（Morai s Cabral ）報道的今日自由中國”，消息日報，第1 00年度，第351 63期

（1 964年1 月23日），第2頁。

421



此次會見的第二個主要話題是“葡萄牙將按照法國的作法承認北京政府

的傳言”。美國大使列舉了三條基本理由對法國承認毛澤東政權表示反對。

第一，北京入侵朝鮮；第二，千百萬美國人為對抗中國入侵戰死在戰場；

第三，“現在承認北京的中國，在政治上是草率的，道義上是站不住腳

的”。27 傳遞的信息簡單明確：葡萄牙政府不應該步戴高樂政府之後塵。

為了強調其立場，安德森大使提醒弗朗哥·諾戈拉說，美國的“葡萄牙朋

友”——尤其是軍事手段和公眾輿論——，“所有的人都將處於窘境，這樣

他們還怎麼繼續為我們而戰呢？”28

弗朗哥·諾戈拉的回答有點咄咄逼人。儘管他承認美國軍人在朝鮮為

捍衛不侵犯原則而戰，但他辯解說，他們同樣也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而

戰。根據葡萄牙外長的說法，承認北京並不會影響這些原則也不會影響美

國的利益。當然，會傷害美國人的感情。然而，葡萄牙可以做的並不多，

葡萄牙人的感情亦因在果阿問題沒有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支持而

受到傷害。儘管印度入侵並佔領了果阿，但弗朗哥·諾戈拉提醒安德森大

使說，美國政府在果阿陷落48小時後發表了一份公告，重申美印關係及美

國援印計劃不會受到影響，而且說肯尼迪總統將在1 5天後訪問新德里與尼

赫魯會晤。而安德森大使並沒有對這樣的說法提出質疑。

弗朗哥·諾戈拉繼續闡述，稱他並不瞭解法國之所以承認北京的原

因。然而葡萄牙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這麼做。薩拉查的繼承人認為：“澳

門、貿易、人員流動、財產等——這一切都是促使我們承認中國大陸的原

因”。29 他承認與北京建立關係“可能會使我們在美國的朋友感到難堪”，

但他仍然認為他們不是非常“雄辯”，說他們應該努力強調美國政府實行的

與葡萄牙對立的政策，而不是批評薩拉查政府。30

弗朗哥·諾戈拉推行的方針隨著1 964年1 月27日巴黎與北京建立外交關

係的消息的發表而得到加強。31 當時的國際氣候對承認北京非常有利。

27．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關於弗朗哥·諾戈拉部長與美國大使安德森1 964年1月24日談

話的外交部秘密記錄”，AOS／CO／NE－30B，P t．36，f l ．207，IAN／TT，里斯本。

28．同上。

29．同上，第21 0頁。

30．同上，第21 1 頁。

31 ．“轟動消息：巴黎承認北京”，消息日報，第1 00年度，第351 68期（1 964年1 月28日），

第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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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承認北京四天後，奧地利駐里斯本大使恩德爾（Rudolf Ender）要求

會見葡萄牙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以談論此事。內塞西達宮第三號人

物弗拉古蘇（José Manuel Fragoso）祇是對奧地利駐里斯本使團團長說，“不

能預計”葡萄牙外交部“會做出某種矚目的姿態”32 。

同日，法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參贊梅列（Maurice Merllié ）會見了葡萄牙外

交部海外政治談判處處長奧利維拉 （Soares de Oliveira），對比利時外長斯帕

克就葡萄牙可能承認北京政府一事發表的聲明以及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非

洲所造成的影響等事項交換了看法。關於葡萄牙可能承認毛澤東政府一

事，奧利維拉告訴法國參贊說，“就我的理解而言，這些消息很自然地納入

可能發展的範疇，而且它們體現的某種利益是以一種有邏輯基礎的思想為

核心的”。33

另一方面，1 964年1 月31 日在內塞西達宮會見日本駐里斯本大使吉田

（Kenkichi Yoshida）時，葡萄牙外長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場。然而，當日本大

使認為戴高樂對北京的態度分化了西方的團結時（這也是葡萄牙極右翼的一

些派別及美國的說法），弗朗哥·諾戈拉當即予以反駁：“不團結早已經存

在，法國的態度更多的是結果而不是原因”。34

甚至葡萄牙駐里約熱內盧大使亦認為葡萄牙和中國很快就會建立關

係。回到里約熱內盧後的1 964年1 月31 日，拉莫斯（Joã o de Deus Battaglia

Ramos）接受了巴西媒體的採訪，他當時聲稱：

“葡 萄牙 冷靜 並 高度 評價 法 國承 認中 國， 並 致力 於看 到 共

產 黨 中 國 返 回 聯 合 國 一 事 得 到 順 利 解 決 。 葡 萄 牙 當 局 對 此 事

進 行 仔 細 研 究 ， 目 的 是 使 位 於 中 國 領 土 內 的 澳 門 省 的 局 勢 變

得和諧”。 35

32．外交部，“葡萄牙外交部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弗拉古蘇（José Manuel Fragoso）大使1 964年

1 月29日與奧地利駐里斯本大使魯道夫 ·恩德爾的談話記錄”，PEAM．263，AHDMNE，里

斯 本 。

33．外交部，“外交部海外政治談判處處長奧利維拉1 964年1 月29日與法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參

贊梅列談話記錄，第1 頁”， PEAM ．263，AHDMNE，里斯本。

34．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外交部關於弗朗哥 諾戈拉部長1 964年1 月31 日與日本大使吉

田的談話記錄”，AOS／CO／NE－30B，Pt．37，f l ．214，IAN／TT，里斯本。

35．“葡萄牙也希望共產黨中國加入聯合國”，天天報［里約熱內盧］，（1 964年2月1 日），第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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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時機的演變為弗朗哥·諾戈拉提供足夠的活動餘地，使之得

以在1 964年2月4日在內塞西達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以某種可靠和樂觀的

態度去回答一名記者的提問：

“顯然我瞭解關於葡萄牙政府要承認北京政府的那些傳言。

這並不是新的傳言；時不時就會出現類似的消息。可以理解的

是，這些消息可以真正出現而且得到傳播。我們大家都記得澳

門的存在，都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葡萄牙當局和毗鄰的中國

當局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完全正確的關係。另一方面，還有邊境

雙向層面人員的實質性流動；而且還有資本的流動。最近，相

同性質的新傳言又出現在國內和國際的報刊上；甚至國內和國

際的新聞機構還就此發表了評論和建議。西方的一個大國（法

國）也是葡萄牙的友邦和盟國就此事作出的眾所周知的決定，

或許推動了上述情況的出現。顯然，我們不能不說，也不能不

指出的是，而且我們要說的甚至也是普遍的意見，即中國大陸

是個強大的現實，或遲或早，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她都不能不

被納入國際社會的生活之中。但是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嚴

肅的行動，可以想像得出，它的涉及面是很多很深的，在實施

這項行動之前，所有這些眾多深刻的涉及面都必須認真地加以

斟酌”（外交部，1964年，第1頁）。36

總而言之，駐葡萄牙外交使團的反應總體上對承認北京不太有利。

然而，一些重要的盟國，如德國、西班牙、英國和巴西等，並沒有對弗

朗哥·諾戈拉的行動作出反應。

葡萄牙傳媒的分裂

當時的葡萄牙報刊分成兩個陣營。一般來說，政府的官方和半官方報

刊（晨報和心聲報）暗地裡反對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主張“兩個中國”的

政策，而“表面上獨立的”（人民日報和貿易報）和“溫和反對派”37 的新聞

機構（里斯本日報和共和國報）則對弗朗哥·諾戈拉主導的行動表示贊同。

36．“部長會議主席將寫信對赫魯曉夫寫給他的一封信作出答覆——  外交部長昨天對記者披露

道”，心聲報，第38年度，第 1 31 7 6期（1 964年2月5日），第6頁。

37．有關葡萄牙主要傳媒政治站隊的分析，可參閱José Tengarr i nha 的著述，1 999，第2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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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傳媒相反，葡萄牙報刊祇是在弗朗哥·諾戈拉的“試探氣球”在

紐約的報紙上公開四天之後才作出反應。新聞檢查允許就此事發表社論和

文章，這表明某些官方圈子有意推動對此事的討論。

里斯本日報社長洛佩斯（Nober to Lopes）於1 964年1 月21日發表了一篇社

論，對紐約時報文章主張的方針表示支持。撰稿人辯解道，“考慮到兩個政

府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澳門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如果不能說

是親密的話，起碼也不能說是不友好的”。他提醒說，澳門與毛澤東政府及

蔣介石政府都有可觀的貿易往來，而且國民黨組織和中國共產黨人在澳門

共處。他還補充說，法國不久前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將推動葡萄牙承認北

京。他指出，國際傳媒高度關注此事。在這方面，洛佩斯認為：“實際上葡

萄牙和北京政府之間不存在對立的利益。完全可以在保持我們在中華民國

的外交代表團的前提下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38 他解釋說，美國對葡萄牙

殖民地問題堅持持公開敵意的態度，“也迫使我們實施一項有悖於我們利益

的政策，如果我們承認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包含著任何好處的話”。 39

眾所周知，這份晨報的看法並不總是與政府的看法合拍。

第二天，共和國報這份晚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對法國政府承認北京政

府表示完全支持。這份民主反對派的報紙認為，華盛頓和巴黎在承認問題

上的分歧是明顯的，然而法國順應“歷史潮流”，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

的國家之一，是最令人垂涎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 40

1 964年1 月24日，極端保守的天主教日報心聲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主張

在“兩個中國”的前提下承認北京政府。由社長兼出版商馬爾克斯（Ped r o

Correia Marques）撰寫的社論主張承認“兩個中國”，這是被北京、台北和華

盛頓斷然拒絕的立場。此外，整篇社論都是針對肯尼迪政府對葡萄牙的殖

民地政策所持的敵對立場。撰稿人不無詼諧地問道：“葡萄牙要是這麼做了

［承認北京］會使美國不快嗎？！美國的政策在不使葡萄牙不快、不損害葡

萄牙方面又做了些甚麼呢？！”41

38．Norberto Lopes，“現實主義的政策”，里斯本日報，第43年度，第1 4763期（1 964年1月21

日），第1 頁。

39．同上。

40．“首頁：中否 ？”，共和國報，第53年度，第2系列，第1 1 6 83期（1 96 4年1 月22日），第

1 頁 。

41．Pedro Cor reia Marques，“想法與事實：中國巨人”，心聲報，第37年度，第1 31 64期（1 964

年1 月24日），第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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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4年1月24日，人民日報記者弗雷塔斯（José de Frei tas）42 發表了一

篇內容尖銳、與政府一些溫和部門的看法接近的社論，呼籲承認北京。這

位記者認為，葡萄牙從未將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他還提到葡萄牙在澳門

的政策方針歷來是嚴格的中立。因此，他認為：“葡萄牙是在遠東有利益的

國家——澳門是最漂亮的省份之一——，不會對國際生活中的現實置之不

顧，有了這些現實才有其主權”。 43

1 964年1 月28日，葡萄牙報刊對國際大新聞機構發佈的有關戴高樂承認

毛澤東政府的消息作出了反應。葡萄牙報刊上再次出現分歧，這種情況部

份地反映出政府和民主反對派內部在葡萄牙承認北京問題上的敏感性。里

斯本的心聲報將該消息納入其對美國的攻擊中，因為該消息有利於談判解

決葡萄牙的殖民地問題。馬爾克斯以台灣政府在英國1 950年1 月6日單方面

承認北京政府時沒有斷絕與英國的關係的事實為基礎，再次主張採納“兩個

中國”的政策。這位撰稿人甚至錯誤地預言台灣在法國承認北京後不會斷絕

與法國的關係。然而，他嘆息道：“……台灣為所謂的西方人服務的忠心，

不應該被西方人當作一個已經被擠乾的檸檬一樣扔掉……”。 44

42．這名記者特別瞭解中國、遠東及葡萄牙在該地區的存在。他出版了幾本書描寫這個地區，

主要有：蔣介石，古老及現代中國，兩本書均是1 941 年發表；遠東戰役，1 942年；日本

帝國主義，日本征服世界的秘密計劃：田中備忘錄，兩本書均發表於1 944年 ；以及東方

的葡萄 牙土 地，1 953年。 此外， 曾於1 952年陪同 海外部 部長羅 德里格 （Sarme nt o

Rodr igues）訪問葡萄牙在亞洲和太平洋群島的殖民地。

43．José de Frei t as，“和平共處、中立及最可行之道”，人民日報，第22年度，第7644期（1964

年1 月24日），第6頁。

44．Pedro Correia Marques，“想法與事實：既成事實”，心聲報，第37年度，第1 31 68期（1 964

年1 月28日），第5頁。

民族團結機關報晨報雖然沒有質疑法國與她喜歡的人建立關係的權

利，但對此表示遺憾，並稱之為“荒謬的”行動，因為“對北京政府的承認”

將推動“捨棄在福爾摩薩領土行使有效主權的台北政府”。該報紙假惺惺地

反對巴黎的決定，因為這不是西方國家“集體態度”的結果，而是法國的單

方面決定，“形成了［與美國的］分歧，而且是在如此敏感如此重要的領

域”。此外，法國的承認勢必會在聯合國造成反響。法國的決定將推動非洲

的一些法語國家組成一個有利於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大集團。這種情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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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幫助北京政府取代台北政府在安理會的席位，這篇社論認為這將構成一

個“嚴重的問題”。 45

這份晨報繼續攻擊法國承認中國，並以間接的方式抨擊葡萄牙的潛在

意圖。在第二天發表的社論裡，這家報紙承認說，無論是北京和台北都拒

絕“兩個中國的概念”，即“兩個中國”的原則，有分歧的是合法性標準問

題。然而社論作者卻稱“兩個中國的存在是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指出需要

“保持”與北京及與台北的“正常關係”。46 換言之，這家報紙主張與兩個國

家建立關係，然而，這種作法勢必會陷入僵局，因為兩個政府都斷然拒絕

“兩個中國”的政策。

這份晨報以評論法國的決定為名，2月3日就此事又發表了一篇冗長的

社論，呼籲在國際關係中“尊崇禮貌”。社論對戴高樂總統就承認北京政府

及西方的兩個中國理論發表的講話的“精明”提出了批評，並質問法國元首

的“激進”“思想”是否與“將秩序建基於對人權的拒絕及對一個我行我素政

權的依賴之上的思想如出一轍？”雖然不能質疑法國與她喜歡的人建立外交

關係的權利，但這家報紙認為戴高樂的政策已經走得“太遠，開始陷入困

境”。社論最後對西方的“和解”政策“表示深切的遺憾”。47 換言之，葡萄

牙極右翼的一些派別強烈反對承認北京政府，甚至荒謬地使用了美國為反

對里斯本和北京建交而使用的相同理由。

相反，民主反對派的報刊仍然持相反的看法。共和國報這份一直對法

國立場持贊同看法的晚報，在1 964年2月4日的社論中認為法國對北京採取

的新政策將“結束”“1 949年以來盤踞在福爾摩薩島的蔣介石政府繼續代表

中國的夢想，確切無疑的是，自1 949年以來該政府就沒有在大陸中國進行

管治”。48

45．“國際摘錄：一項歷史性的決定”，晨報，第33年度，第1 1 686期（1 964年1 月29日），

第3 頁 。

46．“國際摘錄：中國和多個中國”，晨報，第33年度，第1 1 687期（1 964年1 月30日），第

7 頁 。

47．“國際摘錄：對禮貌的尊崇”，晨報，第33年度，第1 1 691 期（1 964年2月3日），第1 頁。

48．“戴高樂的法國所承認的毛澤東的中國”，共和國報，第53年度，第2系列，第1 1 875期

（1 964年2月4日），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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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 964年2月1 3日，極端保守的晨報再次對巴黎和台北當月1 1 日

正式斷絕外交關係發表評論。該晨報的“國際摘要”欄目稱，“在北京和台

北各有一個獨立的政府對特定和穩定的區域行使主權。事實上有兩個國

家，所使用的論據對兩者均是適用有效的”。撰稿人最後說巴黎和華盛頓之

間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承認，巴黎和台北斷絕關係不會造成“直

接的重大後果”。49

弗朗哥·諾戈拉將上述最後一篇社論視作“極右份子”反對立場的徵兆

和揭示。他補充說，薩拉查“可能對極端份子的態度感到恐懼；關閉了曾經

為我開放的綠燈”（1 987，p．89）。

總之，葡萄牙極端保守派的報刊，尤其是晨報，鼓吹“兩個中國”的政

策。這種態度在兩個層面造成了反響。首先，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都斷然

拒絕這項政策。其次，這份晨報警告說里斯本和華盛頓之間的複雜的分歧

可能會加劇。然而，這種分歧自1 961 年4月莫尼斯（Botelho Moniz）發動流

產的政變以來就已經存在（Venkataramani，1991，pp．1－23），在當年12月發生

的果阿危機中英國和美國沒有給予支持，1 963年肯尼迪總統的政府又施加

政治壓力以尋求葡萄牙殖民地問題的政治解決。

澳門的葡文報刊並沒有傳播國際報刊散佈的傳言，也沒有對里斯本發

表的任何社論作出反應。非官方報紙澳門消息報僅僅全文轉載了人民日報

的弗雷塔斯（José de Frei tas）1 964年1月30日的社論。50 該文反映了當地葡

萄牙政府暗地裡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以減少親北京澳門傑出華人在

澳門的政治、經濟、貿易、金融和結社等領域，以及在澳葡政府內和通過

澳門推動的非官方中葡關係中擁有的“過分”權力。

撤消行動

49．“國際摘要：北京與台北”，晨報，第33年度，第1 1 700期（1 964年2月1 3日），第1頁。

50．J osé de Frei tas，“和平共處、中立及最可行之道”，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860期

（1 964年1 月30日），第4－5頁。

弗朗哥·諾戈拉1 964年2月1 4日再次會見安德森大使，但已經是落敗的

政治家。討論了塞浦路斯和非洲問題後，安德森將一份電傳給弗朗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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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拉看。電傳說正在澳門舉行承認北京的談判，稱惟一的障礙是葡萄牙“試

圖保留其與福爾摩薩的關係”。51 弗朗哥·諾戈拉拒絕了大使的說法，反

駁說，“……台北：在安理會裡不僅口頭攻擊我們而且還投票反對我們：難

道北京代表做的還能超過這些？”安德森回答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在里

斯本開北京大使館及在盧安達和洛倫索馬貴斯開領事館的問題。弗朗哥·

諾戈拉承認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但認為葡萄牙不會被“嚇倒”，因為“有

的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活動是非常危險的”。安德森要求就此作

出解釋，而弗朗哥·諾戈拉則回答說：“我們的做法和我們的朋友和盟國

在我們中所做的是一樣的”。 52 為了避免造成兩人之間的猜忌，弗朗哥·

諾戈拉補充說等兩人都結束公職時可以再討論這個問題。

1 964年2月1 5日，弗朗哥·諾戈拉與薩拉查在政府首腦官邸一起工

作。53 對其繼承人規劃的行動，薩拉查開始出現了猶豫的跡象。外交部長

將薩拉查的“保留態度”歸咎於極右派“基於意識形態原因”（Noguei r a，1984，

p．553）對薩拉查施加的強大壓力。

計劃中的行動面臨挫折，面對這種情況，加爾定在弗朗哥·諾戈拉知

情的情況下直接與薩拉查聯繫並獲得接見。加爾定這樣寫道：

“……（我在里斯本待了兩個星期）但外交部長卻沒有從薩

拉 查 博 士 那 裡 獲 得 決 定 ， 儘 管 他 兩 次 與 之 一 起 工 作 。 對 我 來

說，這確實不是個好兆頭。弗拉古蘇［內塞西達宮的政治談判

司代理司長，是弗朗哥·諾戈拉得力助手］亦是相同的想法，

他很沮喪。得到弗朗哥·諾戈拉的同意後，我決定給部長會議

主席打電話，他馬上就定下了與我見面的時間”（J a r d im ，1976，

pp．55－66）。

51 ．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關於弗朗哥·諾戈拉部長與美國大使安德森1 964年2月1 4日談

話的外交部記錄”，AOS／CO／NE－30B，Pt．38，f l ．21 9，I AN／TT，里斯本。

52．同上。

53．“回音：部長會議主席官邸”，消息日報，第1 00年度，第351 86期（1 964年2月1 6日），第

2頁；“今日簡報：部長會議主席官邸”，晨報，第33年度，第1 1 703期（1 964年2月1 6

日），第2頁。

與此同時，美國外交機器對葡萄牙施加了神秘的政治壓力。1 964年2月

20日，國防部秘書長的副秘書安達拉德（Luís Noronha Andrade）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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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發了一封公文，告知在獲得60m／m迫擊炮上因美國

國務院設置的障礙而遇到困難，要求想辦法打破封鎖。54 儘管這方面有些

吃緊，但葡萄牙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明顯降低。六十年代，“傳統的盟國發生

了真正的顛倒，儘管沒有在任何政治條約中正式化也沒有被廣大公眾瞭

解。簡單來說，非洲戰爭所必需的政治、技術和軍事支持不再由英國和美

國提供，而是改由法國和德國提供”（Te l o，2000，p．132）。

這種局面為薩拉查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政治口實去徹底取消弗朗哥·諾

戈拉規劃的行動。2月22日在聖奔托的官邸接見加爾定時 55 ，政府首腦最終

取消了弗朗哥·諾戈拉的接近中國大陸的行動。加爾定就此寫道：

“……處理完其他事務（主要是馬拉維問題）後，我直接提

出了促使我來到里斯本的那個問題。他支吾搪塞著，沒有像往

常那樣作出明確的說明，我們就談到我回莫桑比克，盡快將作

出的決定告訴我。他建議我有時間的話繼續研究我所喜歡的中

國問題。他心情非常好地向我保證我將是派駐北京的首任大

使，如果有朝一日建交的話。弗朗哥·諾戈拉和弗拉古蘇憂傷

不已。是甚麼原因使薩拉查一改原來的習慣而取消了已經作出

的決定，我們就此想了很多很多。我們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

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圓滿的解釋。我永遠也不會弄明白的是他們

到底使用了甚麼理由和手段”（Jardim，1976，p．66）。

然而，“美國的壓力”並不能圓滿地解釋薩拉查的最終決定。一切跡象都

使我們相信，如同中葡關係1 949／50年時期那樣，“薩拉查意識形態上的堅定

不移的不妥協”對於弗朗哥·諾戈拉1 964年未能推進其行動起了決定性的作

用（Fernandes，1 999，p．990）。而弗朗哥·諾戈拉在此事上表現出的政治行為

與他在1 963年9／1 1 月向薩拉查表示試圖簽訂1 963年葡萄牙和美國關於葡萄

牙海外領地的協議時（Amaral ，1 994，pp．57－58）的表現非常相似，當時聯合

國秘書長吳丹致力於為葡萄牙殖民地問題尋求一個和平政治解決方案。

54．外交部，“國防部副秘書安達拉德海軍少將1 964年2月20日致外交部秘書長阿爾切關於‘物

資的供求和購買—— 在美國購買60m／m迫擊炮’的11 1 7／C，Proc．3203／64號秘密公文”，封

面標題為“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 葡萄牙承認共產黨中國，1 964年”，2．°P．，PEA M.

263，AHDMNE，里斯本。

55．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薩拉查關於1964年的日記”，AOS／DI－8，vol．4，p．92，IAN／TT，里

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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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諾戈拉於1 964年3月1 7日將此事暫時擱置。同日，他以樂觀的

口吻指示政治談判司司長弗拉古蘇大使將周恩來致薩拉查的照會“存檔”。56

然而，接近北京的問題仍然在內塞西達宮存在。隨員馬查多（Sá

Machado）在一份“機密情報”中認為，葡萄牙應該與法國及其他西方強國共

同提出讓北京政府加入聯合國並驅逐台北國民黨政府的提案。57 然而該看

法並沒有得到葡萄牙極右翼一些派別的認同。他們知道此前是法國提議讓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里斯本政府的官方晨報猛烈抨擊法國

的立場，該報紙為其立場辯解說：“根據同一［現實主義］原則，不可能拒絕

台北政府對福爾摩薩區域行使的主權，沒有甚麼理由要將這個不重要的區

域置於國際衛生組織的工作範疇之外”。58

葡萄牙政府的態度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兩個重要大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的做法。這兩個國家的政府採取了非常現實的做法，自五十年代末以來將

大量的小麥和大麥賣給了中國大陸（Kyba，1991，pp．168－186；MacFarquhar，

1997，pp．23－30；Fernandes，2000b，pp．208）。

北京重申保持澳門現狀

56．“致弗拉古斯博士：應將此信函存檔，以便於查找，如果不久需要它的話，1 964年3月1 7

日，弗朗哥 ·諾戈拉”，載“弗朗哥 ·諾戈拉部長對政治談判司代理司長弗拉古斯大使的

批示”，封面標題為“與人民中國的政治關係，1 964年”，PE A-Conf i denc i ais M．20

AHDMNE ，里斯本。

57．外交部，“聯合國科的隨員馬查多1 964年5月8日提交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第1 9屆聯合

國大會上‘被接納’可能性的機密情報，第1 9頁”，PEA M．263，AHDMNE，里斯本。

58．“國際摘要：現實主義”，晨報 ，第33年度 ，第1 1 721 期（1 964年3月5日），第1 頁。

59．對中國的訪問於1 964年4月6日至22日進行。行程的其他日子是在澳門度過的，在那裡會

見了葡萄牙政府和親中國大陸的傳統傑出華人的主要領導人。

60．在根據其對中國大陸的訪問撰寫的發表於1 964年7月的中國戰勝過去這本書的第一章中，

弗雷塔斯這樣寫道：“我是作為獨立記者訪問中國的，沒有任何約定，也沒有邀請，全部

北京對秘密試探作出了非常審慎的反應。她繼續推行其“人民外交”的

政策，即推動雙方的非官方接觸，並向澳門的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中央政

府發出了要保持飛地現狀的謹慎信號。在首要政治領域，里斯本人民日報

的弗雷塔斯於1 964年3月27日至4月27日訪問了澳門和中國。59 人民日報的

這名“特使”的啟程日期是為了能夠在里斯本和北京外交關係正常化時進行

訪問而確定的。60 雖然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失敗了，但北京還是同意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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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塔斯訪問中國大陸。61 然而，採訪工作量遠遠超出原先的預計。弗雷塔

斯未能獲准採訪中國領導人。澳門總督羅必信就此寫道：

“……今天我接見了訪問中國大陸歸來的人民日報記者弗雷

塔斯。他說他受到了非常有禮貌和正確的接待。他強調說未能

像期望的那樣採訪周恩來和毛澤東，也未能向北京電台發表講

話。［……］他說在他的印像裡，中國大陸正在等待葡萄牙方面的

任何態度”。62

面對挫折，中國中央當局仍然繼續發出他們要與里斯本和澳門保持非

官方接觸的謹慎信號。應廣交會執行委員會的邀請，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

動身前往廣東省首府。該啟程的“惟一目的是以私人身份參觀廣交會，瞭解

我們在該城市的已經關閉的領事館的情況”。63 然而，澳門消息報1 964年5

月1 5日稱，康德可能會訪問“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64 實

際上總領事的訪問僅僅局限在廣交會，因為北京後來在葡萄牙外交官的訪

問事宜上改變了主意。表面上，這可能是何賢和澳門親北京的傑出華人設

置的一個障礙，他們並沒有甚麼興趣建立雙邊外交關係，因為這可能減少

其在澳門、廣州和北京的影響力。康德與何賢、崔樂其、蔡良遂及Dav id

Bar r o te 共進了午餐，他就此寫道：

“我聽的比說的多，我相信，以任何像何賢先生對待我提出

的會見領事館一等秘書［Eugénio Miguel］的要求的方式去行事，

不會有任何的進展”。65

花我的報社的錢。我因此感到擁有充分的權利—— 一個獨立的聲音，然而是葡萄牙的

聲音，一個瞭解和熱愛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聲音，他絕不會忘記澳門和那裡的人們—

—從國家利益角度去評估放棄一項已證明失敗的孤立中國的政策”（Fr e i t a s ，196 4，
p．36）。政府新聞檢查機構允許出版這本主張放棄對北京進行國際孤立的政策並贊揚毛澤

東政府的許多方面的書，這個事實說明葡萄牙領導層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圈子有意醞釀承認

北京並在里斯本和北京間建立起外交關係。

61 ．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弗雷塔斯是由蔡良遂陪同往返於澳門和廣州之間，其餘的時間是由崔

樂其陪同的。這兩人都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澳葡政府立法會成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特邀委員”何賢的秘書兼翻譯。

62．國立檔案學院／東坡塔，“澳門總督羅必信和海外部長科雷亞（António Augusto Pei x oto

Corre i a）指揮官1964年4月23日的電報”，AOS／CO／UL8I ，P t．8，1．a S bd ．，f l ．131 0，IAN／TT，

里斯 本 。
63．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Eduardo Condé）1 964年5月30日第8－A／64號公文”，

PEA M．263，AHDMNE，里斯本。

64．“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47期（1 964年5月1 5日），第6頁。

65．外交部，“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康德1 964年（5月1 5日至1 9日）參觀廣州春季交易會的機密

報告，1 964年6月1 0日，第4頁”，PAA M．801 ，AHDMNE，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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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缺乏理解，北京政府仍然表現出有意保持與葡萄牙的秘密接觸。

1 964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巴黎大使向戴高樂總統遞交了國

書。遞交國書儀式結束後，黃鎮大使向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發了一

份照會，告知他已經向法國國家元首遞交了國書，照會上寫道：“Je sa is i s

cette occasion por vous assurer que je m’efforcerai d’établ ir de bons rapports

avec Votre Excellence”。66 面對這種進展，弗朗哥·諾戈拉指示作出一個“使

用與中國照會相同措辭的答覆”。67

在推行“人民外交”政策及向澳葡政府表示良好意願的過程中，一群澳門

土生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應邀對中國大陸做了一次“學習旅行”。68這個

六人旅行團包括澳門利宵中學的兩名教師（Castro Montei rom 和Boav ida da

Rocha）、一名工程師（Telo da Gama）、兩名建築師（José Manei ras ，Manuel

V icente及其妻子Natál ia V i cente），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彭彼得陪同訪問。該

參觀團的第三次“私人性質的訪問”發生在1 964年6月1 3日至24日。6 9

此外，為了公開（儘管是以非常審慎的方式）表示保持澳門的現狀，北

京繼續對澳門推動其“文化和體育交流”。在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下，擁有

世界男女乒乓球冠軍頭銜的中國大陸國家乒乓球隊於1 964年6月1 7日至21

日訪問了澳門。在澳門期間的6月1 8－1 9日，他們與當地的球隊舉行了兩場

表演賽，成千上萬的澳門居民前往觀看。7 0 澳門總督羅必信亦觀看了最後

一場的表演。當他向中國國家隊的運動員致意和表示祝賀時，國家隊領隊

陳善（譯名）7 1 和中國體育部的一名助理向總督表示：“這次訪問是中國大陸

對澳門的友好表示”。72

66．外交部，“葡萄牙駐巴黎大使馬迪亞斯（Marc el lo Math ias）1 964年6月8日致外交部長弗朗

哥 ·諾戈拉的第704號公文”，PE A M．263，AHDMN E，里斯本。

67．外交部，“外交部長弗朗哥·諾戈拉就“阿梅達（F or t unato de Almeida）1 964年6月1 6日的

記錄’簽發的批示”，PE A M．263，AHDMNE，里斯本。

68．“通過城市：走向北京”，號角報，第1 7年度，第1 3期（1 964年6月1 4日），第2頁。

69．“澳門星期記事：1 964年6月1 4日至20日”，澳門消息報（插圖週刊），第1 7年度，第533期

（1 964年6月21 日），第6頁 ；“澳門星期記事：1 964年6月28日至7月4日”，澳門消息報

（插圖週刊），第1 7年度，第535期（1 964年7月5日），第6頁。

70．“乒乓球：世界冠軍今日做表演”，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7 4期（1 96 4年6月1 8

日），第3、6頁 ；“返回中國大陸”，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7 7期（1 964年6月22

日），第6頁。

71 ．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72．外交部，“總督羅必信1 964年6月22日致海外部部長科雷亞（António Augusto Pe i xoto

C or r e i a）指揮官的電報”，PEA M．263，AHDMNE ，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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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

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從中方的觀點來看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呢？可

能不具有可行性。七項基本理由使里斯本和北京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達成

諒解的任何可能性成為不可能。

首先，如同我們前面所作的分析那樣，弗朗哥·諾戈拉的建議實質

上相當於“兩個中國”的理論。而該政策遭到北京和台北的斷然拒絕。毛

澤東的政府歷來要求那些有意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外國政府正式

斷絕與台灣的外交和領事關係，作為不可或缺的條件（F e rnandes，2000 b，

pp．311－312及319）。

其次，中國大陸當時正在搞“大躍進”，並因此在中國黨和國家機器內

部產生了嚴重的政治不穩定，主要是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對立。這種情

況使毛澤東政府面對西方的國際自我孤立主義日益加劇，使兩國政府建立

外交關係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當時中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惟一創新是北京提出組織西方國家廣

泛陣線的建議，即建立“第二中間地帶”以抗衡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主

義。然而這項政策對西方強國並沒有多少吸引力和號召力。當時惟一與中

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政府是戴高樂的政府。然而法國的行為深刻地

受制於其國家元首和其政治精英的“雅爾塔綜合體”。

第四，由於五十年代末中蘇開始出現分歧，為了與蘇聯的與西方國家

“和平共處”的方針劃清界限，北京政府在政治和宣傳領域的意識形態變得

更加僵硬和正統。這是這種僵硬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北京和里斯本達成任何

諒解的障礙。

第五，中國在非洲推行一項獨立的新政策，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競

爭。推行這項有關非洲及葡語非洲解放運動的方針，制約了中國的對外政

策，尤其是安哥拉和幾內亞－比紹分別於1 961 年2月4日和1 963年1 月23日開

始武裝鬥爭後。如果要在葡語非洲與蘇聯競爭，中國沒有別的選擇，祇能

增加向葡語非洲解放運動提供政治、外交和軍事援助。換言之，北京政府

從來無意為了里斯本和北京間建立關係而犧牲她在1 961 年至1 963年期間從

解放運動及亞非集團那裡經過艱苦奮鬥而取得的政治資本。葡語非洲解放

運動和亞非集團紓緩其對葡萄牙的攻擊，是違背中國大陸利益的，而且毛

澤東政府勢必要因此失去其對解放運動和亞非集團的影響力和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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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1 961 年4月1 5日，葡萄牙與毛澤東政府敵視的南韓建立外交關

係，以及在1 962年的第1 7屆聯合國大會上葡萄牙支持南韓的立場，使里斯

本和北京之間達成諒解的可能性變得更加渺茫。 73

第七，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將使毛澤東的政府更容易受到蘇

聯和親莫斯科的共產黨的政治宣傳攻擊。絕不可能是中國在當時佔主導地

位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取得的“勝利”。

此外，當國際傳媒廣泛傳播里斯本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傳言時，這

種局面就更加公開化了。國際傳媒散佈里斯本和北京建交傳言的幾個月

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真理報就此事向毛澤東政府發起了猛烈

的政治宣傳攻勢。7 4 在一篇發表於1 964年7月8日的題為“北京令人驚訝地

成為薩拉查的容忍者”的文章中，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指責中國對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提供間接幫助。這份日報寫道：“北京的中國領導

人嘴裡說了很多堅定忠實支持亞非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的話語。然

而他們的超革命言辭經常對立於他們的行動。” 75

針對國際報刊對葡萄牙與北京建交的可能性所作的猜測，真理報這樣評

論道：“北京沒有闢謠。重要的是這些猜測恰恰出現在許多非洲國家斷絕與

葡萄牙的關係以抗議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其他非洲殖民地實行的殖

民政策之時”。7 6這份日報稱，由於中國的合作政策，葡萄牙政府為葡萄牙

政府和中國大陸之間的聯繫人何賢頒發了榮譽勛章。真理報繼續寫道：

“葡萄牙總統阿梅利科·托馬斯公開宣稱里斯本需要承認北

京。由於加強了要求歸還其在果阿、帝烏和達曼前殖民地的宣

傳運動，葡萄牙帝國主義非常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支

持印度解放其領土的正義鬥爭的事實”。 77

73．外交部，“與朝鮮的政治關係”，PE A M．1 83，AHDMNE，里斯本。

74．六十年代初以來，中國接近葡萄牙的政策受到蘇聯及親蘇聯的西方國家共產黨的公開嚴厲

的譴責。赫魯曉夫1 962年1 2月1 2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演講之後，對中國的抨擊進一步

昇級，變得更加激烈。蘇聯領導人在他的演講中強調其中國同行的理論和實踐是矛盾的。

75．“真理報指責中國向葡萄牙政策提供間接幫助”，電報報［厄瓜多爾，瓜亞基爾］，（1964年

7月9日），第4頁。

76．同上。

77．“紅色中國幫助葡萄牙——真理報”，雅典新聞報［希臘，雅典］，（1964年7月9日），第2頁。

雖然中國大陸的宣傳機構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對來自莫斯科的指責作

出反應，但澳門的葡文報刊很快就對真理報刊載的文章給予猛烈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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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政府的半官方報紙澳門消息報對蘇聯的指責作了回應，指出飛地

20％的預算，即全部二千五百萬澳門幣中的五百萬元，是用於公共醫療工

程。該報紙還提到設在氹仔的社會康復中心在對抗藥物依賴的鬥爭中所發

揮的作用，以及聯合國官員先後多次訪問澳門以評估反對服用麻醉品的鬥

爭和難民收容的工作和計劃。78

天主教雙週刊號角報於1 964年7月1 2日發表了一篇內容深刻的長篇文

章。這家報紙認為，所散佈的消息不過是旨在玷污澳門“生活”和“使命”的

無恥“造謠”和“誹謗”。報紙還提到了葡人社群與華人社群之間的“共處”氛

圍，並援引了原海外部長莫雷拉（Adriano Morei ra）的話，當時他說“葡萄牙

人民是惟一到中國但沒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人民”話是毛澤東說的。如同澳

門消息報一樣，這家報紙提醒說，澳門葡萄牙政府將20％的預算用在“醫療

和慈善性質的工程上”。79

對蘇聯的政治宣傳挑釁感到憤怒的新華通訊社於1 964年7月28日就中葡

關係問題發了一份通訊稿。這篇稿子的要點是對真理報發表的評論文章進

行揭露。談及俄國的第一項指責，新華社說真理報的指責純粹是西方報刊

誹謗的翻版。有關與葡萄牙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新華社僅僅作了簡短的

回應：“中國從未考慮過”8 0 這樣的可能性。為了公開維護中國大陸在亞非

集團內的革命頭銜，新聞稿三分之二的篇幅用於稱頌非洲葡屬殖民地和其

他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及用於揭露蘇聯與西方帝國主義合謀。8 1

結論

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源自多種因素，有個人的也有高層政治方面的

因素。1 961 年1 2月果阿的陷落，使葡萄牙外長更認為葡萄牙有必要承認並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78．“誹謗政策”，澳門消息報，第1 7年度，第4992期（1 964年7月1 1 日），第1 頁。

79．“俄國繼續推行其造謠政策：澳門和澳門人民抗議無恥的誹謗和中傷者”，號角報，第1 7年

度，第21 期（1 964年7月1 2日），第1 、7、8頁。

80．“……中國從未考慮過……”，載“新華社駁斥真理報的誹謗”，北京週報，第8卷，第31 期

（1 96 4年7月31 日），第4頁。

81 ．同上。

然而，薩拉查在檢討葡萄牙殖民政策時所表現出的不妥協態度，無論

是1 962年弗朗哥·諾戈拉的建議還是面對非洲統一組織、肯尼迪政府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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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1 963年以相同的名稱分別提出的建議都是如此，對弗朗哥·諾戈拉構

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然而，周恩來1 963年8月2日致薩拉查的正式照

會，何賢1 964年1 月的建議，巴黎和北京1 964年1 月27日正式建立外交關

係，以及任命加爾定擔負這項使命，這一切使上述複雜的局面得到局部扭

轉。這種局面或許促使薩拉查對弗朗哥·諾戈拉規劃的行動表示同意，儘

管他當時是“有保留的”。

任用加爾定，而他卻未能說服薩拉查最終批准實施行動，這表明弗朗

哥·諾戈拉在說服政府首腦接受其建議方面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當時的葡萄牙報刊反映了政府內部對此事的主流政治敏感性。極右報

刊施加的壓力最終體現了美國大使館以及其他的保守政府派駐里斯本的使

團施加的秘密政治壓力。此外，極右新聞機構提出的一些理據被巧妙的使

用，作為取消規劃中的行動的口實。

向派駐重要外國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葡萄牙外交官封鎖信息，

顯示出這是適得其反的作法。首先這種作法表明葡萄牙外交部領導層對其

派駐國外的最高級別的外交代表缺乏政治信任。與此同時，它給葡萄牙代

表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尷尬，使他們不得不自行其是，運用自己的想像

力，以便在被外國外交官問及此事時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回答。

雖然弗朗哥·諾戈拉的行動表明政府的重要成員適應國際新局勢的能

力，但它亦揭示出內部性質的原因是如何嚴重制約了弗朗哥·諾戈拉規劃

的行動，而這項行動的惟一基石是“兩個中國”政策而不是“一個中國”政

策。此外，巴黎和北京相互承認和建立外交關係後不久，法國領導人不得

不放棄了西方的“兩個中國”理論。然而，當弗朗哥·諾戈拉將其行動置於

引導西方國家政府行為的理論中時，他規劃的行動卻顯示出政治目的的局

限 性 。

有關葡萄牙承認中國及中國保持澳門現狀政策的傳言，演變成北京政

府面對的嚴重政治宣傳問題。莫斯科開動宣傳機器，展開猛烈的政治宣傳

攻勢攻擊中國大陸。嚴厲的指責迫使毛澤東政府對葡萄牙的承認問題表了

態。然而，作出的回答表明，中國大陸不會以其在非洲和亞非集團投入的

政治資本為代價去換取葡萄牙的承認。換言之，弗朗哥·諾戈拉爭取葡萄

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承認和建立外交關係的企圖是北京所不能接受

的。無獨有偶，在意識形態上，薩拉查對中國在葡語非洲尤其是亞非集團

採取的官方政策持不妥協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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